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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R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原是以美國白人社會「個人主義」為核

心價值的醫療處置選項之一，所彰顯的是：

當面臨嚴重、已經無可挽回的疾病時，由病人自己做決定選擇治療方

式，醫療團隊必須尊重病人所簽署的意願，做為醫療決策的主要依據。

在美國讀生命倫理學博士班期間，曾經有好幾年，被系上安排至加護

病房擔任研究助理，協助資料蒐集、統計分析與論文撰寫，得以有機會近

距離地觀察醫病溝通與臨床倫理諮詢。

其中讓我感受最深的，莫過於醫師與病人談論DNR的過程。即便是醫

師和加護病房裡意識清醒的急重症病人，談DNR相關議題，那種醫師和病

人之間共同坦然面對，彼此間侃侃而談的過程，彷彿像在閒話家常一般。

為什麼他們可以很平常心地把DNR看成急重症的醫療處置選項之一呢？ 

在臺灣，多數醫師除非拼到藥石罔效，再也沒辦法延長病人生命了，

他不會去跟病人或病人家屬談關於DNR的議題。以至於病人或病人家屬，

沒有跟著醫師拼到最後一刻，也絕對不會得到DNR相關的訊息。

加以DNR在臺灣常被誤認為是「沒希望治癒之後的權宜放棄」，醫師

不到最後關頭不願承認「沒有希望治癒」，病人或病人家屬，亦不太容易

接受疾病情況已經「沒有希望治癒」，因而醫病雙方都避諱，導致DNR相

關議題討論被束諸高閣。

曾經有文獻提到，DNR是美國白人「尊重自主」為核心價值下的產

物。不可否認，「個人主義」是美國重要的核心價值，因應而生在醫療

上必須「尊重個人自主」，因此面對醫療決策時，尤其是DNR相關醫療決

定，必須以「個人意願」為主要考量。

這樣的核心價值，更在一九九○年美國聯邦政府通過的「病人自決法

案」（Patient Self-Determination Act）中被強調。從「病人自決法案」衍生

出來，病人在入院時，會有一些衛教單，提醒病人醫療自主決定的權利，

並且讓病人了解有權接受或拒絕醫療處置，同時還包括徵詢病人對生命末

期醫療決定的看法，讓病人得以正視DNR相關議題。

在臺灣，由於核心價值與美國不盡相同，某些醫師傾向於即使病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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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清楚可以做決定，仍然優

先或僅與病人家屬談DNR相

關議題。但是，即使一位醫

師以尊重病人意願為主，常

常因為努力救治病人，直到

疾病情況已經「沒有希望治

癒」，才願意談DNR議題，

而導致病人多半已經無法自

己表達意願。

其次，許多病人是以

「家庭」甚至「家族」為單

位做醫療決定，有情感與傳統文化的包袱，相較於個人自主決定，並不是那麼容

易取得共識，使得急重症病人DNR的意願，往往無法被彰顯。

臺灣醫療環境的氛圍，往往是不到「沒有希望治癒」的地步不談生死，如果

效法美國「病人自決法案」，急重症病人一入院，醫院做告知動作及徵詢意願，

醫療團隊可能會被認為觸霉頭，先被臭罵一頓。醫療終究還是得跟社會文化的價

值關係緊密，病人、家屬，醫師一起怕談，讓單純的醫療選擇，變得複雜許多。

接受臨床倫理諮詢的委託，我在加護病房進行臨床倫理諮詢，看到裝上葉克

膜的病人，由於裝上葉克膜的時間很久，使得四肢開始發黑壞死，很年輕，三十

歲左右，她的意識清楚，兩眼睜得大大的看著醫護人員說：「救我！」但是，終

究沒人敢去跟病人坦白：「我們盡力了。關於DNR妳要不要考慮看看？」甚至是

天天來陪病人的家屬，都不知如何開口跟病人討論DNR？死亡，成了大家心照不

宣的預測，除了病人不知道以外。怎麼讓病人好走少受苦，成了說不出口的難

題。

醫學教育長久以來，讓醫學生感覺醫師是「延長生命」的志業，無法延長生

命似乎就必須檢討 （死亡討論會等等）。醫師自己，其實是懼怕和病人或家屬談

生死，對醫師來說，開口和病人説實話，好像昭告天下：「我就是一個失敗者，

我沒辦法把我的病人救起來。」導致死亡和失敗綁在一起，醫師被訓練成不顧一

No.581 Apr. 2013∣25 



DNR，必須是急重症醫療的一部分

切拼到最後，不行了「再說」。

現在所有的醫學院校，均有生死學的課程，學生們開始有機會認知死亡是不

可避免的。可是當這些學生臨床之後，他們所面對的氛圍，依然是在「要拼到最

後一刻」，身為職場新鮮人，當醫療大環境讓他不得不妥協時，在學校所學的生

死學、人文關懷等等，慢慢就被消耗掉了。

關於DNR議題的生命教

育，應該要對一般民眾投入更

多，因為醫師根深蒂固的觀

念，改變他們需要很長的時間

與心力，一般社會大眾的生命

教育則不然。社會大眾的生命

教育，除了讓一般大眾認知死

亡的不可避免，並且要民眾自

己能有所體悟，人生走到最後

那一關，你想自己決定？還是

陷家人於要不要簽署DNR同意

書的兩難？還是由醫療團隊依

照常規來處置？ 

DNR在美國是對個人醫療意願的尊重，並不牽涉到「末期」、「被放棄」的

問題；在臺灣DNR幾乎由家庭成員做決定。於是醫療團隊、病人家屬一起等末期

逼近、非談不可時才面對。越晚談，不但病人受苦，家人也跟著受苦。DNR不該

和醫師的失敗，或是末期病人「沒救了、無法治癒」綁在一起。 

當某些醫療團隊或醫師，牢牢悍衛傳統：「醫師天職就是救人！」其實應該

稍微停下腳步想一想，當病人救不起來該怎麼辦呢？生命教育，大家不該像駝鳥

般視若無睹，DNR的議題，大家更不應該視為洪水猛獸。要讓病人在意識清楚的

時候，能充分表達意見，這才是DNR精神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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